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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国家发展模式的特征及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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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传统上, 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 “发展型国家” 被认

为是后发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非洲, 埃塞俄比亚在 21 世纪初也

采取了发展型的发展模式, 在政治强人和强有力的政党的带领下,
建立了以族群为基础的民主制度, 并通过国家计划有力推动了经济

体系建设和发展, 显示出这一模式的效力。 但随着埃塞俄比亚族群

的分化和大环境下经济增速的放缓, 埃塞俄比亚发展模式中的 “民

主” 和 “发展” 基础都受到削弱, 埃塞俄比亚面临国家建构和执政

能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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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出问题

围绕发展、 民主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和顺序, 各国在实践中选择

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后发国家客观上不具备类似先发国家制度渐进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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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和物质条件, 但又面临发展和追赶的压力, 因此, 出现了以东亚

国家为代表的 “发展型国家” (Developmental State) 发展模式, 即在发展

中保持较高的国家自主性, 政府通过对经济的指导与管控来主导经济发

展。① 日本、 韩国、 新加坡等在二战后创造的 “东亚奇迹”, 就被视为是

发展型国家这一发展模式的功劳。 但这种发展模式受到不少批评, 部分

学者认为它只是一种过渡状态, 最终会实现民主化转型。
位于东非的埃塞俄比亚 (简称 “埃塞” ) 在 21 世纪初宣布采取 “民

主发展型国家”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这一发展战略, 旨在选

举式民主制度基础上学习东亚发展型国家发展经验, 强化政府在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 这一模式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2016 年, 埃

塞 GDP 总额超过肯尼亚, 成为东非第一大经济体, 是非洲经济增长最快

的非石油经济体之一,② 实现了由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向东非经济一极的历

史性转变。 然而, 2020 年 11 月埃塞北部内战的爆发和反复, 不仅阻碍了

埃塞经济的稳定发展, 也让族群这一埃塞民主制度基石的日益分裂最终

显化, 以阿比·艾哈迈德·阿里 (Abiyyii Ahimad Alii) 为首的新一届埃

塞内阁对 “民主发展型” 这一发展战略也鲜再提起。 那么, 埃塞的这一

模式为何受挫, 前景如何? 本文对埃塞近年发展情况进行总结分析, 以

此深化对民主与发展问题的认知。

二 发展型国家的概念与实践

(一) 民主与发展的兼容期望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实践表明, 自由民主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发展

路径, 例如还有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 “发展型国家”。 发展型国家这一概

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逊 ( Johnson) 提出, 他认为发展型国家或

“计划理性国家” (Plan-rational State) 是通过直接干预经济发展过程,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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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依靠市场对经济资源的不协调分配来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步伐。 日

本创造战后经济奇迹的关键在于政府设立了具有宏观经济管理职能、 制

定产业政策、 从事行业管理、 以官僚主导制为核心的通产省来主导日本

经济发展。①

一般认为, 发展型国家建立在强国家权威基础之上, 以强有力的国

家能力为支撑。 后发国家迫于经济赶超和政治合法性的双重压力, 政府

的首要任务和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 推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 相比发

达国家, 后发国家在发展中面临时间紧迫、 挑战多、 竞争大的现状; 随

着发展时间的推移, 企业越需要集中资本进行生产, 以具有强组织力的

机构指导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强, 政治形态也就越容易集中。② 这有利于国

家在经济发展初期冲破部分社会利益群体的阻力, 保证经济发展这一首

要目标的实现。
不少发展型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之后出现了民主化转型, 而其

在高速发展阶段实行的非民主乃至集权统治也使发展型国家模式在实践

中招致不少批评。 为此, “发展” 与 “民主” 的兼容成为一种理想化的选

择。 戈登·怀特 (Gordon White) 认为, 民主发展型国家应该具有典型的

发展型国家的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目标。 其中, 制度属性即嵌入性自主

性 (Embedded Autonomy), 国家在维持自身国家能力的同时, 还需要在

国家和社会之间建构就发展目标和政策进行协商的制度纽带, 这样既保

护国家不被利益集团捕获, 又可以使国家与私人部门之间实现信息交换、
达成共识, 克服集体行动困境。③ 此外, 民主发展型国家也应具有程序民

主的属性, 强调公共政策制定的包容性, 怀特将其称为 “包容性嵌入”
(Inclusive Embeddedness), 即超出精英阶层的政治参与, 由此, 包容制度

差异、 建设责任制政府是民主发展型国家民主体系建设的最终目标。④ 相

比自由民主国家, 民主发展型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参与是其 “发展” 所在;
而相比发展型国家, 对民主实质的强调是其 “民主”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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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埃塞的民主发展型模式

民主发展型国家理论尚未就民主与发展二者如何结合给出明确的路

径, 而埃塞则已经在实践中进行了尝试。 自 1995 年 5 月的首次大选以来,
埃塞经历了多次选举, 成功实现了权力的平稳交接。 从这一角度看, 埃

塞在后发国家中达到了高度的民主政治水平, 也使它作为后发国家的代

表受到了学界的诸多关注。
钟伟云将埃塞的民主发展型模式概括为四方面: 第一, 有一个全心

全意致力于国家快速和公平发展的领导核心或政党; 第二, 实行自由市

场经济政策, 但在市场失灵或国家战略利益需要时, 国家要对生产领域

和基础设施及服务业进行有选择的干预; 第三, 国家通过公共部门与私

营部门的合作, 鼓励、 培育和引导私营部门的发展, 形成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私营部门; 第四, 国家通过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 来提高居民收入

和人民生活水平, 并将寻租型政治经济改造为发展型政治经济。① 何晨青

认为埃塞的民主发展型国家特征体现为五方面: 一是国家对自由市场经

济的干预; 二是国家对私营经济的培育和指导; 三是国家奉行以农促工

的产业政策; 四是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民主; 五是有主导色彩的执政

党。② 杨云则将埃塞民主发展型国家的内涵简要概括为 “政府在积极干预

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民主发展, 追求公平与可持续发展”。③

但与此同时, 也有学者对埃塞将发展型国家模式应用到民主体系中持

怀疑态度, 认为民主发展型国家作为发展型国家的一种变体, 其发展的目

标和民主要素之间具有潜在的结构性矛盾, 即在民主发展型国家内部, 当

发展和民主之间发生矛盾时, 发展的价值实际上高于民主。 福山 (Fukuya-
ma) 在一次讲座中指出, 民主发展型不适用于埃塞, 因为埃塞缺乏能与

政府合作的强大私人部门、 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官僚机构、 族群间基

于国家的身份认同以及实质民主四方面要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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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埃塞这一发展模式面临诸多挑战: 在 2016 ～ 2018 年, 埃

塞因持续的示威冲突连续两次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埃塞南方州的锡达马

族也多次要求就单独成立本族群的州举行全民公投; 埃塞国家经济增速

也呈放缓趋势, 其 2019 年 GDP 增长率为 8. 28%,① 与其 “三五计划”
提出的年均 11% 的增长率有一定差距。② 据官方估计, 2020 年 11 月爆

发的冲突让埃塞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增长, 并且摧毁了大量道路、 工厂

和机场等重要的生产基础设施。③ 这些问题是否会动摇埃塞的发展模

式?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继续就当前形势增进对埃塞发展模式的

思考。

三 埃塞发展模式的特征

(一) 强有力的政党领导

埃塞一直具有强国家传统, 有着近 3000 年封建帝国统治的悠久历史。
相比去殖民化后在疆界和制度层面 “被创造” 的非洲国家, 埃塞是唯一

没有被殖民的非洲国家, 其疆界是在历代皇帝的不断征战中自然形成的。
因此, 埃塞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豪感, “埃塞俄比亚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比

其他任何国家都古老的国家, ……他们认为自己是崇拜的开创者, 节日

的建立者, 庄严牺牲精神的执行者和宗教信仰的实践者”。④ 而这种 “大

一统” 的政治文化, 也促进了埃塞在民主制度背景下发展出长期合法掌

握政权的主要执政联盟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 (The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 EPRDF, 简称 “埃革阵” ), 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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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 “政治强人” 型总理梅莱斯·泽纳维 ( Meles Zenawi), 为国家推动

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和政治条件, 也为分权体系的埃塞学习东亚

发展型国家发展经验提供了现实基础。
首先, 埃塞政党在埃塞近代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埃革阵具

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联邦制结构相对松散的

劣势, 有助于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推广。 埃革阵通过积极吸纳成员增强自

己的群众基础, 其成员人数已从 2005 年的 76 万人增加到 2015 年的 750
万人。① 街道委员会 (Kebele) 是埃塞最基层的行政单位, 在中等规模的

街道委员会中, 约有 1 / 3 的居民是埃革阵领导的地方议会成员, 埃革阵

通过这些成员与民众结成发展小组 (Development Teams), 定期召开小组

会议, 形成高效的动员体系。 例如, 每个埃革阵成员与五个以内的家庭

对接, 以促进农村水土保护等社区项目的实施。②

其次, 埃塞政党积极推动官僚体系改革。 在发展型国家中, 忠诚高

效的官僚团队是发展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支撑。 然而, 官僚机构能力

缺失是埃塞行政体系从古至今的一大弱点。 此前军政府也没有推行有效

的官僚体系改革。 因此, 埃革阵是推动国家机构改革和明确发展道路的

主要推动力。 埃革阵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持续积极推动官僚机构改革, 实

施了专门的公务员改革项目 ( Civil Service Reform Program), 并在精简公

务员系统、 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目前, 埃塞官僚

机构改革仍然面临人力资源匮乏和机构能力不足两方面的挑战。 在人力

资源方面, 埃塞缺乏高端人才。 埃塞近 37%的公务员受教育水平在 12 年

及以下, 具有大学或大专以上学历的公务员约占 28. 62%, 仅约 21%的公

务员具有大学文凭或证书, 且大多集中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Addis Aba-
ba) 等主要城市。③ 此外, 埃塞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及非财政措施, 以激

励、 吸引和留用人才。 尽管政府已尽力提高薪酬水平, 但相比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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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人才更倾向于从事私营部门工作。① 有研究显示, 在埃塞既有的公务

员中, 仅 38%的雇员充分参与了他们的本职工作,② 工作活力和效率有待

提升。 在制度层面, 埃塞政府公务员管理体系仍然较为传统, 在选拔任

用的透明度、 绩效的量化考核、 雇员技能和道德培训等方面都有待进一

步优化。
最后, 埃塞政党承担了部分传统发展型国家中官僚体系的职能。 埃

革阵作为联邦政权最初的组织者, 也是发展政策的制定者。 埃革阵执委

会 (EPRDF Executive Committee) 是埃革阵的重要决策机构, 埃塞包括以

五年为阶段的增长与转型计划 ( five-year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Plan,
GTP) 等在内的重要的宏观发展计划框架由该机构会议 ( the EC meeting)
讨论产生, 因此, 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经济政策方向。 此外, 埃

塞在发展过程中还成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 其中部分官僚机构或直接向

总理办公室 (Prime Minister's Office, PMO) 负责, 或由总理等政党高层

官员直接参与。 以 “国家出口协调委员会” ( National Export Coordination
Committee) 为例, 该委员会旨在促进出口和提升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协

调性, 由埃塞国家总理亲自负责, 成员为各政府部委代表, 委员会就政

府各部门和机构报告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 并在委员会内部

就解决方案达成共识, 最终经由国家总理决定。③

(二) 以多族群为基础的民主制

埃塞是一个多族群国家, 全国有 80 多个民族和 80 多种语言。 其中,
奥罗莫族 (Oromo) 是埃塞第一大民族, 约占全国人口的 40%; 阿姆哈拉

族 (Amhara) 是埃塞第二大民族, 约占全国人口的 30%; 提格雷族

(Tigray) 是埃塞第三大民族, 约占全国人口的 8%, 但在埃塞历史上扮演

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1991 年, 埃塞军政府被推翻, 埃塞国内就如何处理族群多样性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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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Tesfaye Debela and Hagos Atkilt,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usiness Process Reengi-
neering in the Ethiopian Public Sector： An Assessment of Four Organizations, Addis Ababa: Or-
ganisation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2011, p. 151.
Solomon Markos, “Civil Service Reform in Ethiopia: Issues, Less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3, 36 (4), pp. 235-247.
〔埃塞俄比亚〕 阿尔卡贝·奥克贝: 《非洲制造: 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 潘良、 蔡莺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第 91～ 93 页。



四种观点。① 中间派政治精英提出 “埃塞俄比亚第一” (Ethiopia First) 的

主张, 坚持对国家身份的绝对忠诚, 旨在巩固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族

群民族主义者反对政治上占优势地位的族群对个别族群的压迫, 认为对

次国家身份即族群身份的忠诚应被放在首位; 温和派, 也被称为工具主

义者认为, 应根据地理和历史文化建立类似美国式的联邦制; 而一贯主

张民族自决的埃革阵则主张建立以族群为基础的族群联邦制。
埃革阵作为国家政权的最初组织者, 其自身在革命时期的形成与发

展充分体现了埃塞的多族群特征。 埃革阵是一个跨族群的政党联盟, 以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Tigray Liberation Front, TLF, 简称 “提人阵” )
为核心, 成员党包括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 (Amhara National Democratic
Movement, ANDM)、 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 (Oromo Peoples' Democratic Or-
ganization, OPDO) 和南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运动 ( Southern Ethiopian
People's Democratic Movement, SEPDM, 简称 “南人运” ), 力图成为一

个在国家层面超越单个族群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型政党。 建国后, 埃革阵

维持了其不同族群利益代表者的定位, 在埃塞国内形成了埃革阵政党联

盟长期合法执政的多党制政党格局, 以执政联盟的形式领导国内各族群

共同发展。 此后, 多族群基础上的民主发展思想在埃塞占据主流地位。 最

终, 埃革阵的意见被写入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宪法》, 形成了埃塞

联邦 ( Federal)、 州 ( State)、 区 ( Zone)、 县 ( Woreda) 和街道委员会

(Kebele) 的五级行政管理体制, 全国按族群聚居情况划分为提格雷州、 阿

法尔州、 阿姆哈拉州、 奥罗米亚州、 索马里州、 贝尼尚古尔·古穆兹州、
南方人民民族州、 甘贝拉人民州、 哈勒尔人民州九个自治州, 另有首都亚

的斯亚贝巴和德雷达瓦两个特别市。 各州具有自己的立法、 行政、 司法机

关, 享有管理本州事务的权力; 各族群享有包括分离权在内的无条件的自

决权, 保障每个族群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 以及促进本族群文化和历史

发展的权利。 埃塞还特别将 1994 年宪法通过的 2 月 8 日设立为 “国家、 民

族与人民日” (Nations, Nationalities and Peoples' Day), 以倡导族群多样性。

(三) 政府强力推动经济发展

埃塞政府于 2002 年制定了 《埃塞俄比亚产业发展战略》 (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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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ssefa Fiseha and Fiseha H. Gebresilassie, “The Interface between Feder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Ethiopia”, in Fantu Cheru, Christopher Cramer, and Arkebe Oqubay, eds.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thiopian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80-94.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thiopia), 指出要 “推动以农业为驱动、 以出口为

导向的产业发展, 着重扶持可以带来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① 在微观

产业发展计划方面, 埃塞的发展策略为以每五年为单位制定发展规划,
目前已制定了 《可持续发展与减贫计划 (2002 ～ 2005) 》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Program, 2002-2005, SDPRP)、 《以消除

贫困为目标的加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计划 (2005 ～ 2010) 》 (Plan for Ac-
celerated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to End Poverty, 2005 - 2010, PAS-
DEP)、 《增长与转型计划Ⅰ (2010 ～ 2015) 》 (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Plan I, 2010 - 2015, GTP-I) 和 《增长与转型计划Ⅱ ( 2016 ～ 2020) 》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Plan II, 2016-2020, GTP-II) 等。

在农业发展上, 埃塞将农业置于各项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制定

了 “以农业为先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ed In-
dustrialization, ADLI), 旨在推动埃塞农业由小农生产向现代农业转型,
具体政策包括通过信贷等政策工具鼓励农民增加在诸如使用化肥、 改良

种子、 灌溉等现代化农业方面的投入, 减少农产品中间商, 让增产惠及

农民等。 此外, 埃塞还立足以农业发展带动工业起步, 推动农业转型局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gency, ATA) 和农业商品化集群 ( Agricul-
tural Commercialization Clusters, ACC) 计划等农业机构和专项计划落地,
为小农生产向规模化生产转型提供指导。 针对干旱等自然灾害多发地区,
埃塞政府还特别推出 “生产安全网计划” (Productive Safety Net Program,
PSNP), 旨在通过完善灾害预防、 预警和响应系统, 减轻天灾和气候变

化对农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确保本国粮食安全。
工业发展也是埃塞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促进产业融资和出

口方面, 埃塞颁布 《银行法》 和 《保险法》, 不允许外资银行进入其金融

领域, 但允许国外金融资本以贷款形式投资埃塞国有企业, 强调国有银

行对金融政策的作用。 埃塞早在 1992 年就建立了第一个投资办公室, 专

门从事促进国内外投资工作。 在出口方面, 埃塞国家总理亲自负责国家

出口协调委员会, 以统筹协调出口产业。 近年来, 埃塞还通过开发产业

园区为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提供抓手, 并为此制定了相应优惠政策, 设

定了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 ( Ethiopian Investment Commission, EIC)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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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ralac,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thiopia”, August 2002, https: / / www. tralac. org /
files / 2012 / 12 / Industry-Development-Strategyy-of-Ethiopia. pdf. Accessed 2020-5-8.



产业园区发展公司 (Industrial Park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IPDC) 等专

门的开发和管理机构。 工业园区模式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

企业在埃投资建厂。 仅中国对埃塞的直接投资流量就由 2013 年的 1. 02 亿

美元迅速增长至 2016 年的 2. 82 亿美元。① 东方工业园已经成为埃塞俄比

亚政府可持续发展与减贫计划 (GTPII) 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入园企业

80 多家, 从事水泥生产、 制鞋、 汽车组装、 钢材轧制、 纺织服装、 日用

化工、 食品以及制药等行业。②

此外, 埃塞与周边大部分国家维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 在东非区域

安全和经济事务中谋求积极角色。 埃塞与苏丹、 南苏丹、 吉布提、 肯尼

亚等国就发展石油、 电力以及食品贸易进行协商, 并通过与邻国的交通

和石油管道项目, 扩展区域合作。 埃塞在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 (Intergov-
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IGAD, 简称 “伊加特” )、 东南非共

同市场 (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OMESA) 等区

域一体化组织中也较为活跃。 在政府工业发展政策的推动下, 埃塞工业

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2008 年到 2018 年十年间, 农业在埃塞 GDP 中的

占比由 45. 18%下降至 31. 19%, 工业在 GDP 中的占比由 10. 21%上升至

27. 26%,③ 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例由 75%下降至 68%。④

四 埃塞发展模式的挑战

(一) 族群力量分化

以族群为基础的民主制为建立初期的联邦政府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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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阳、 唐溪源: 《从政府推动走向市场主导: 海外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外

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6 期, 第 39～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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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s = ET&name_ desc = false. Accessed 2022-12-4.



展环境, 成为埃塞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由于埃塞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存

在占绝对多数的族群, 族群联邦制保障了各族群在各自治州内的较高地

位, 进而在次级政治系统中占主导地位。 此外, 分权意味着族群州政府

分担了相当部分的治理责任, 降低了联邦政府的治理成本, 同时加强了

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尤其是在基础卫生服务和教育等公共服务领

域, 这也使得联邦政府能够更加集中于宏观发展计划的制定。
但另外, 以族群为基础的民主治理体系也成为埃塞发展的潜在阻力。

其一, 权力下放型的政治架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埃塞联邦政府和执政

党的政策实施能力, 强化了联邦政府与族群州间的政治博弈。 这在 2014
年 《亚的斯亚贝巴及周边奥罗莫州整合发展计划》 (The Addis Ababa and
the Surrounding Oromia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lan) 的实施过程中尤为明

显。 该计划旨在扩大首都的城市化规模, 但亚的斯亚贝巴在地理上位于

奥罗莫州内, 因此该整合计划涉及埃塞联邦、 亚的斯亚贝巴市以及奥罗

莫州三方面利益的协调。 奥罗莫族人认为这一计划是联邦政府权力扩张

的表现, 会导致本族群在首都郊区的土地利益受损, 最终该计划因奥罗

莫族群的抗议而搁置。
其二, 族群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政党的凝聚力和代表性。

具体来看, 提人阵是埃革阵最初的创立核心,① 但其主体却是国内族群人

数相对较少的提格雷族, 并由提格雷族政治家梅莱斯长期领导。 随着发

展的不断深入, 解放战争的共同记忆逐渐在领导层代际更替过程中淡化,
不同族群对政治议题的分歧开始逐渐显现。 2012 年梅莱斯去世后, 埃塞

总理一职由前南人运领导人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 ( Hailemariam De-
salegn) 接替, 但由于奥罗莫地区和阿姆哈拉地区就首都周边土地开发等

事项的抗议程度不断上升, 其最终于 2018 年辞职。 随后, 埃塞首位奥罗

莫族政治家阿比走上政治舞台, 并大力提拔奥罗莫及阿姆哈拉等族群的

政治家,② 提人阵在联盟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并拒绝加入整合后的繁荣党

(Prosperity Party)。 提人阵对此次权力重组结果的不满直接导致埃塞北部

提格雷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爆发冲突, 并演变为持久战, 对埃塞北部的生

活和发展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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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族群政治对埃塞官僚体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有学者指出, 官

僚机构能力不足是造成埃塞大量公共项目拖延和超支的重要原因。① 族群

因素主要从两个方面削弱了官僚体系能力。 在官僚选拔方面, 埃塞官僚

选拔受到族群和语种配额制度限制, 而非仅凭才能任免,② 这一方面降低

了人才对政府岗位竞争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 对族群身份的强调也在官

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族群身份为基础建立的裙带关系和庇护网络, 激化

了族群间的政治竞争, 进一步削弱了各族群间的共识。 在政策执行方面,
埃塞宪法赋予各州的自治权不利于联邦政策的实施, 由于联邦官僚体系

与州政府官僚体制之间不存在层级和负责关系, 中央制定的发展计划和

目标难以在联邦和各族群州之间的官僚体系内实现高效的上通下达。
因此, 以族群为基础的联邦制和民主制度一方面在政权建立初期整

合了各族群政治力量,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明晰了

联邦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 基层治理能力得到强化。 另一方面, 由族

群联邦制以及票决民主共同构成的权力分散的体系, 也使得埃塞在发展

中的政策受益和受损的族群之间、 联邦与族群州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局势

更加突出, 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往往表现为族群之间以及族群州与联邦政

府之间的矛盾, 族群政治成为比阶级政治更加敏感的议题。

(二) 经济增速放缓

埃塞通过减贫、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

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但继续释放新的经济增长活力还需要埃塞深入

推进工业化, 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 然而, 埃塞当今面临的是一个已经

相对完整的全球产业链, 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目标, 埃塞面临以下

几方面的挑战。
第一, 在国际层面, 埃塞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东亚国家有所不同。 相

较于东亚发展型国家发展时的 “雁行” 模式 ( “Flying Geese” Pattern),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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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薄弱, 政治更加碎片化, 尚未形成由领

导国家和跟随国家构成的结构化层级, 这使得埃塞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的

背景更为复杂, 能够依托的区域资源更稀少。 此外, 埃塞地处 “非洲之

角” 中部, 周边国家的政治稳定也是埃塞营造稳定发展环境需要考虑的

重要因素。
第二, 在国内层面, 埃塞政府产业政策有进一步科学化的空间。 “相

比激励何种行为或采取何种政策工具, 探索明智政策目标的过程才是发

展中国家制定工业政策的关键。”① 埃塞当前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产业政策目标与实际生产能力存在差距。 埃塞计划委副主任格塔丘

在对推进中的第二个增长与转型计划的评估报告中称, GTP-II 中的大多

数目标现在看来遥不可及, 其中铁路、 公路、 制糖和农业产出尤其落后

于既定目标。② 二是政府应加强对特定产业长期发展规律和发展结构的深

层了解。 产业政策本身具有相对市场需求的滞后性, 21 世纪初埃塞国内

对水泥的需求激增, 因此埃塞在增长与转型计划中设立了水泥产量在五

年内增长十倍的目标, 却忽略了埃塞国内建筑业热潮逐渐冷却的客观趋

势。③ 三是不同产业的产业政策间存在矛盾。 埃塞同时制定了促进活畜出

口和肉类产品出口的政策, 但由于国内牲畜供应不足, 活畜出口的迅速

增长导致肉类产品出口商濒临破产。 2012 年, 埃塞肉类加工厂和屠宰场

行业协会向政府提出, 要求禁止活畜出口。④

第三, 埃塞政府与私营部门在制定产业政策方面的合作有待加强。
如何获取支持制定产业政策的各产业真实数据是埃塞政府面临的一大难

题。 埃塞俄比亚公共私营咨询论坛 ( Ethiopian Public Private Consultative
Forum, EPPCF) 由埃塞俄比亚商业与行业协会 ( Ethiopian Chamber of
Commerce & Sectoral Associations, ECCSA) 和政府共同支持设立, 埃塞俄

比亚商业与行业协会代表私人部门, 埃塞俄比亚贸易部 (Ministry of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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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政府, 以提升私营部门在政策和法律制定中的参与度。 但有私营部门

代表指出, 政府与私人部门的磋商通常是在政策流程的最后阶段, 私营

部门参与程度有限。① 另外, 在由总理直接领导的国家出口协调委员会

中, 也尚未包括国企和私营部门在内的各领域企业家和产业协会。②

第四, 埃塞在产业链的纵向关联方面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垂直专业

化的工业化 (将国家直接嵌入全球价值链, 而不是建立集成的生产结构)
不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的工业化路径。”③ 例如, 在埃塞的水泥

产业领域, 建筑行业推动了水泥产业的兴起。 能源消耗是水泥企业的主

要成本支出, 但由于埃塞政府不足以提供大规模生产水泥所需要的电力,
故而向企业提出用石油焦和煤转换的过渡政策, 但最初大部分企业不愿

支付技术转换成本, 只能随着煤等能源产业的发展和成本的降低, 水泥

的大规模生产才得以实现。④ 在服装制造业, “大多数外国服装制造商表

示, 至少在未来五年内, 他们不会计划采购任何本地面料 (棉) ”,⑤ 因

此, 埃塞服装业的发展并未促进埃塞本国纺织业的发展, 并且导致了埃

塞纺织品进口速度加快, 使得埃塞服装业只是进行低收入的来料加工

工作。
第五, 从长期的发展角度看, 埃塞还需要继续大力普及教育, 组织专

业技能培训, 以提供发展所需的专业人才和工业劳动力。 埃塞为产业政策

和出口导向设立了一系列的职能和研究机构, 但机构能力和工作人员的效

率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比如, 阿尔卡贝·奥克贝 ( Arkebe
Oqubay) 指出, 埃塞水泥产业吸收了大量外国企业的投资, 宏观产量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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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升的同时, 本国企业在技术和生产力方面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提升。①

除了对高等人才的需求, 随着埃塞下一个工业化阶段的来临, 工业劳动

力素质的培养也已经上升为埃塞的战略问题。 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问题

对企业管理和发展十分重要, 然而, 高旷工率和高劳动力流动率已经成

为专业技术培训的重要制约因素,② 因此, 亟须建立有效的工作制度和培

养工业精神。
此外, 外汇短缺、 通货膨胀等问题也是限制埃塞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 埃塞 2018 ～ 2019 财年外汇储备为 34 亿美元,③ 货币贬值带来的通货

膨胀影响了埃塞包括石油、 化肥、 粮食和药品在内的重要物资的进口。
埃塞近年来的国内冲突使这一现状更加严峻。 自冲突爆发以来, 已有数

十亿美元的外国投资撤出埃塞。 冲突同样对埃塞的出口造成负面影响。
2021 年 12 月, 美国拜登政府以埃塞冲突涉及不当行为为由, 进一步对其

收紧制裁, 宣布自 2022 年 1 月起, 结束埃塞对美国市场的免关税准入。④

埃塞国有商业银行行长阿比·萨诺 ( Abie Sano) 表示, 永久停火能够释

放超过 40 亿美元的冻结资金, 缓解困扰经济发展的严重外汇短缺难题。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埃塞 2022 年的经济增长将会更加艰难, 虽然冲

突已逐渐平息, 但由于供应链受埃塞国内冲突、 部分地区严重干旱以及

乌克兰战争的多重影响, 埃塞今年的增速将放缓至 3. 8%, 通货膨胀将达

到 35%。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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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发展型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在经济增速较为迅

猛的时期, 政府有较为充裕的政治空间和经济资源来满足民众的多样化

诉求, 而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期, 发展速度逐渐不足以满足民众需求, 不

同群体对国内既有资源的争夺就变得更为激烈, 此时公共政策便不再是

能满足集体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当奥罗莫族人为捍卫原本就紧张的农田

资源而抗议首都扩建计划时, 政府却无法采取合理的沟通机制和补偿手

段对民众进行疏导, 最终不仅导致计划搁置, 甚至对埃塞的政治稳定产

生影响。 此外, 经济增速放缓也不利于教育、 医疗等福利和公共事务的

展开, 使民众民主素质的提升变得更加困难。

五 埃塞发展模式的前景

历史给埃塞留下的文化印记和民主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的张力, 最终

发展出 “民主” 与 “发展” 要素相融合的独特国家形态。 族群联邦制和

民主制使多族群的埃塞在经历了长期专制王权、 军政府高压统治和内战,
族群矛盾日益累积的社会背景下, 再次以联邦的形式凝聚在一起, 并为

联邦政府制订宏观发展计划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虽然这在某种

程度上对发展所需的权威和联邦与族群州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挑战, 但由

于埃塞历史上的大一统文化, 埃塞在民主制度下自然发展出了意识形态

相对一致的政党联盟。 联盟内部对不同族群都具有代表性, 也感受到民

众利益诉求带给政治稳定的压力, 从而迫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尽量全面

地考虑各族群的利益, 以求政策中潜在的利益矛盾在政党联盟内部的政

策制定过程中得到解决, 同时又不会被个别族群利益所绑架, 维持了制

定和推行长期战略规划议程的政策自主性, 总体上保证了民众利益表达、
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

但是, 埃塞以族群为基础的民主和以政治强人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

结合也潜藏着危机。 随着强人领袖的去世, 以及内外环境交互影响下的

经济增速的放缓, 提格雷族政治地位与人口占比长期倒置的问题开始凸

显, 不同族群之间围绕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争夺越发激烈: 一方面, 政治

的现代化转型过程需要对利益进行重新划分; 另一方面, 在总体增速有

限的情况下, 利益的重新划分就意味着将出现利益受损者和新晋获益者,
而在埃塞以族群为基础的制度设计下, 这种利益得失群体的划分也以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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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为界限, 并且重新唤醒了族群之间不平等的历史记忆。 而族群冲突加

剧、 阿比政府的政策转向也成为导致部分重要外国投资撤离以及国际制

裁的因素, 这使埃塞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 也进一步恶化了国内政治环

境, 削弱了政党的执政基础。 这些因素使得埃塞国内矛盾不断激化, 最

终引发了自 2020 年底以来的内战, 使数千人死亡,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数十万人濒临饥荒。

整体而言, 民主发展型的模式为埃塞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支撑, 使其

从非洲乃至世界最贫穷的国家跃升为东非一极, 显示出这种模式对后发

国家追赶式发展的效力。 而其当前的 “失利”, 则凸显出这种模式对国家

建构的需求。 埃塞以族群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设计是在内外压力之下的妥

协, 为其发展型模式埋下了政治不稳的隐患。 埃塞需要超越以族群为基

础的民主制度设计, 着力建构基于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 夯实发

展型的民主基础。 另外, 埃塞需要调适和强化 “发展” 能力, 提升执政

绩效, 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 以获取族群关系的缓释空间, 为民主创造

更有利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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